市场机会、非农收入与收入不平等
——基于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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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非农收入、政府转移支付和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非农收入的提高不仅能显著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还能够有效的缩小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缓解村庄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当前政府实施的针对农业和农村的转移支付不仅没有起到缩小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甚至还产生了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拉大了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在当下的中国并不成立，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因此不能继希望于随着经济的增长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会自动缩小。
关键词：市场机会、非农收入、收入不平等
1、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贫困率发生了大幅度的下降。然而，与此同时，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王小鲁和樊纲，2005；李实和罗楚亮，2011年）。学者认为这种不断恶化的收入差距不仅有碍于中国消除贫困的努力（Zhang & Wan， 2006），而且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甚至还会导致大量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鲁元平和王韬，2011），这将会严重的危害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目前，研究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区域之间的收入不平等(Kanbur & Zhang, 2005; Yu et al, 2011; Li & Wei, 2010; Chen & Groenewold, 2010;Lu, 2008; Fan & Sun, 2008; Fan et al, 2011 等)和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平等（Sutherland & Yao, 2011; Li and Luo, 2010; Sicular et al, 2007; Liu & Zou, 2011等），研究城镇内部与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的还相对较少。而关注于村庄内收入不平等的文献就更加有限。然而Kninght & Gunatilaka（2010）研究发现，居民对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更多的是来源于自身同左邻右舍的比较：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面，如果大家都很贫穷，居民对自身的贫穷并不敏感；但如果邻里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那么会使更多的人感到失落和不满意。基于此，本文更为关注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
在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农村发展过程中，农民的非农生产和非农收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着中国经济，并为改善农民生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非农生产能够为农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能大量吸收从农业中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从而缓解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龙翠红，2008）。其次，非农生产能有效的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并进一步的增强农民向农业投资的能力，继而推动中国农业向现代化的转变（石智雷和杨云彦，2011）。第三，从长期来看，非农生产一定会有助于农村家庭摆脱贫困，使中国农民在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或到城市务工的过程中既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也能够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最终实现农村贫困率的大幅度下降（夏庆杰等，2010）。
尽管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时至今日传统农业的现代化程度仍然偏低，再加上不断增加的农村人口数量和相对有限的土地资源，农民收入一直在低水平徘徊不前。在这一背景下，农民的非农收入就变得更为重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非农收入在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比重的不断上升是造成农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张立冬，2010）。刑郦等学者（2008）通过对三个村庄805户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非农收入是造成西部地区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并测度其贡献率为68.8%。朱玲（1991）依据1988年城乡居民收入的抽样调查，基于20世纪末中国农民可支配收入不均等程度逐渐增大而农业收入的分配则一直比较均等，从而得出结论：非农生产是引起农户收入不均等程度增大的因素。但也有学者对此持有相反的观点。利用湖北省的农村家庭调查数据，Zhu & Luo（2010）指出对于农业劳动边际产量低的农村家庭来说，向城市移民能给他们提供增加收入的机会，而对于那些家庭劳动人口多而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农村家庭更是如此，因此非农收入能够均衡村庄内部收入。李实（1999）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进行分解，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可以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还能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已有的的众多关于非农收入和收入差异的文献中，至少仍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大多数的研究是建立在宏观统计数据的分析基础上，从家庭和个人收入角度出发考察收入差异的文献较少。而农民进行非农生产主要是农民本身的一种自发性的个体行为，农村家庭收入差异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因此，用宏观数据来研究微观问题就会存在较大的误差。第二，即使是使用家庭调查数据来研究该问题的文献，仍存在样本量过小，或过于狭窄、片面的问题，难以准确衡量当前我国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整体状况。基于此，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完成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简称CHARLS）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该数据覆盖了全国27个省中的278个村庄数据，其中涉及家庭7720个，涉及总人口达32162人。因此，本文使用的数据能够有效弥补过去研究在数据方面的不足。
我们还特别关注政府针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开始更多的关注三农问题。不仅在2006年取消了在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税，而且对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给予补贴。近几年，政府开始帮助居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并正式允许农民将耕地流转给农业经营大户、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为生活在政府贫困线以下的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但目前还没有学者着手研究这些政策在缩小村庄内部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因此，本文还将重点考察政府转移支付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2、 指标测算和数据说明
（一）中国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的测算
为了描述中国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现状，首先需要计算村级收入的不平等指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其中，基尼系数是20世纪意大利学者科拉多·基尼在洛伦茨曲线基础上提出的判断收入分配程度的指标，其数值介于0和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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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age: image2.wmf]i

y

(yi≤yi+1)表示单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i的取值范围为1到n，其中n表示调查农村家庭数目。上述公式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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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泰尔指数是计量经济学家亨利·泰尔导出的另外一个衡量不平等状况的统计量。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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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image5.png]


为第[image: image6.png]


个家庭的收入，[image: image7.png]


为调查单个农村的所有受访家庭的平均收入，[image: image8.png]N



为该村受访家庭数量。如果该村所有家庭的收入相同，则泰尔指数为零。如果某一个家庭拥有该村所有的收入，则泰尔指数为[image: image9.png]


。之所以选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两个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是因为，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之间有一定的互补性。相较而言，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更敏感，而泰尔指数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更显著。
（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以下简称CHARLS全国基线调查）。该调查实施于2011年5月到9月，在中国28个省份（不包括西藏、海南和宁夏）的150个县（市、区）450个村（社区）中进行。本文使用的正是其中27个省的278个村庄数据，其中涉及家庭7720个，涉及总人口达32162人。其中东部省份（直辖市）9个，涉及农村97个，占调研农村比例为34.9%；中部省份有8个，涉及农村86个占调研农村比例为30.95%；西部省份（直辖市）有10个，涉及农村95个，占调研农村比例 为34.18%。具体的调查省份、调查省份代码、各省调查农村个数，以及各省调查农村个数占总调查农村的比例见表一。
在CHARLS全国基线调查中，农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工资性收入，农业经营性收入，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其中，农业经营性收入的来源包括：种地、管理果树、采集农林产品、养鱼、打鱼、养牲畜以及去市场销售农产品等。政府转移支付又可具体分为：低保、农业补助、五保户补助金和特困户补助。其中，农业经营性收入是扣除种子、化肥、农家肥、农药、塑料薄膜、雇工费、土地租金、除地租以外的其他租金、灌溉费、燃料、运输费、加工费和市场费用等生产成本的纯收入。同样的，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的收入也是扣除了能源、住房和设备租用费、原材料、交通费、营销、工资、税收和杂费的纯收入。

此外，在CHARLS全国基线调查设计的社区调查问卷中还收集了整个村庄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等基本情况，主要包括：（1）村庄组织结构、实际面积、自然地域以及土地权；（2）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信息，包括道路、学校、邮局、健康设施、娱乐设施和公共交通灯详细情况；（3）社区人口结构以及劳动力的详细信息，包括社区居民的教育水平分布和劳动力迁移情况；（4）社区的企业数量，男女和教育程度的工资水平；（5）迁移人群的地域分布，以及不同性别迁移人群的平均工资水平；（6）当地的市场价格，包括食物、能源和住房等与当地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价格。

表一       调查省份和相应农村个数
	地区
	省份
	调查省份代码
	调查农村个数
	占调查农村比

	东部
	河北
	6
	12
	4.32%

	
	江苏
	11
	12
	4.32%

	
	上海
	18
	1
	0.36%

	
	天津
	19
	2
	0.72%

	
	浙江
	20
	12
	4.32%

	
	山东
	29
	21
	7.55%

	
	广东
	15
	18
	6.47%

	
	辽宁
	16
	7
	2.52%

	
	福建
	3
	12
	4.32%

	中部
	黑龙江
	14
	2
	0.72%

	
	吉林
	21
	4
	1.44%

	
	山西
	17
	10
	3.60%

	
	安徽
	26
	14
	5.04%

	
	湖北
	27
	8
	2.88%

	
	河南
	32
	23
	8.27%

	
	湖南
	33
	12
	4.32%

	
	江西
	7
	13
	4.68%

	西部
	广西
	24
	10
	3.60%

	
	陕西
	28
	9
	3.24%

	
	贵州
	34
	5
	1.80%

	
	云南
	1
	20
	7.19%

	
	青海
	4
	3
	1.08%

	
	四川
	5
	27
	9.71%

	
	新疆
	8
	1
	0.36%

	
	内蒙
	10
	7
	2.52%

	
	重庆
	12
	4
	1.44%

	
	甘肃
	13
	9
	3.24%


数据来源：本文计算得到
3、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1） 理论分析

农民作为理性的个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为了提高家庭和个人的收入水平，都有参与非农生产，获得非农收入的意愿。但是不同的家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参与非农生产的动机和能力却有不同。在同一村庄内 部，基于相同历史和现实背景，相对贫困的家庭为了摆脱贫困，缩小与相对富裕家庭的差距，具有更强的意愿背井离乡参与到非农生产当中。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受制于严格的户籍制度，离开农村的主要方式只有两种：上大学和参军入伍。在这个初期阶段往往是一些在农村中相对富裕或者是相对有政治权势的家庭，如村支书或村委会成员的亲属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宽，更多的农村家庭以农民工的形式开始外出务工，获取非农收入。一般来说，相对贫困的家庭更集中于收入低，但更容易进入的劳动力市场，如劳务活动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部门；而相对富裕的家庭更愿意独立的从事非农生产，如开办乡镇企业等。这种选择的结果之一就是富裕家庭面临的经营风险也远大于相对贫困的家庭。由于社会初始禀赋的不同（如受教育水平、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同样是进行非农生产，收入水平的提升也会有所差异，尽管通过非农生产都能获得福利水平的改善，但改善的程度会或有差异。
此外，在农村还有大量纯农业家庭，他们一般是具有比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家庭，或者是土地较多，或者是劳动力较少，亦或是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产值较高，总之这些家庭在农业生产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在村庄内部的比较中他们有一种满足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且不用背井离乡四处奔波。由于劳动力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因，当农民都被封闭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劳动力严重过剩，导致农民受益偏低，而当有农民陆陆续续开始离开土地外出打工，进行非农生产并获取非农收入的时候，较少了农村的劳动力，降低了农村的拥挤效应，这使得留在农村专注于农业生产的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得以提高。因此，无论是积极参与非农生产还是坚守土地，都是这些家庭的理性选择，农民的家庭收入都会有所提升。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使用CHRLS的经验数据，定量考察中国农村家庭的非农收入对村庄内部不平等的影响，将基准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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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image: image11.wmf]b

是待估计参数，Z是控制变量矩阵，
[image: image12.wmf]e

为随机扰动项。方程（4）中右边的被解释变量Inequality是衡量村庄内部不平等的指标，在实证过程中，为全面的考察农民非农收入对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将分别采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来进行回归。

方程（4）中的核心解释变量Nonagricultural是指农民非农收入的高低，为了比较的方便，增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可比性，我们采用非农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 来衡量农民非农收入的高低。其计算方式根据包含政府转移支付与否分为： eq \o\ac(○,1)不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非农收入占比=（工资性收入+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收入）/(工资性收入+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收入+农业经营性收入)； eq \o\ac(○,2)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非农收入占比=（工资性收入+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收入+政府转移支付）/(工资性收入+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收入+政府转移支付+农业经营性收入)。解释变量Transfer是指本村转移支付的家庭平均值，以此来衡量政府对该村庄的转移支付的高低。
为了更好地研究非农收入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考察政府转移支付在期间的作用，本文在回归方程中还控制了其它一些影响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变量： eq \o\ac(○,1)该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亩/人）； eq \o\ac(○,2)该村的人均纯收入（元/年）； eq \o\ac(○,3)该村有多少家企业（企业至少应有8个员工）； eq \o\ac(○,4)村委会办公室到离该村最常去的公交车站的距离（公里）； eq \o\ac(○,5)该村村民转包、出租农地的租金（元/年）； eq \o\ac(○,6)以初中以上学历占村人口比例来衡量的该村教育水平。此外，本文还引入了以下虚拟变量来分离异常因素的影响：村内有无知青和村内有无大姓（其中1表示有，而0表示没有）。最后本文根据中国的区域分布引入区域虚拟变量：东部、中部和西部。
4、 实证分析结果
（一）样本描述

	表二   样本描述性分析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不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基尼系数
	0.4313
	0.1013
	0.1482
	0.7430

	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基尼系数
	0.3503
	0.1882
	0.0378
	1.2527

	不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泰尔指数
	0.4779
	0.1098
	0.1414
	0.7454

	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泰尔系数
	0.4356
	0.2143
	0.0381
	1.2781

	不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非农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
	0.2593
	0.3640
	0
	1

	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非农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
	0.2763
	0.3669
	0
	1

	政府转移支付（千元）
	0.4068
	0.4058
	0
	3.26

	村人均纯收入（千元）
	4.0939
	3.6157
	0.15
	24

	村人均纯收入的平方（千元）
	29.7778
	67.9036
	0.0225
	576

	村人均耕地面积（亩）
	1.8748
	2.9480
	0.3896
	26.4865

	村企业数（个）
	4.3305
	10.8515
	0
	80

	距离最近公交车站距离（公里）
	3.6178
	10.0593
	0
	90

	村农地租金（千元）
	0.5447
	2.2508
	0
	32

	初中以上学历占村人口比例
	0.5465
	0.2147
	0.01
	0.99

	有无知青
	0.7542
	0.4315
	0
	1

	有无大姓
	0.8305
	0.3760
	0
	1

	东部
	0.3517
	0.4785
	0
	1

	中部
	0.3008
	0.4596
	0
	1

	
	
	
	
	

	观察值数
	232
	
	
	


数据来源：本文计算得到
根据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本文运用软件Stata2012，对相关解释变量的主要统计特征进行了分析。分析过程中使用的有效家庭个数为7493个。在这7493个家庭中有3241个家庭有工资性收入，有362个家庭有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收入，非农收入在农村家庭中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已经超过了25%。这表明在当下的中国农村，非农生产和非农非农收入已经占有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大量的农民从传统农业转向非农产业。
此外，表三给出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民非农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 、基尼系数和泰尔尔指数的平均值。可以看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非农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 明显呈现东高西低的趋势，且差距明显；而且，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家庭收入差距呈现出的是东部差距小西部差距大的情形。
	表三         各地区家庭收入不平等状况

	
	观测值数
	不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非农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 
	不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基尼系数
	不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泰尔指数
	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非农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 
	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基尼系数
	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泰尔系数

	东部
	83
	0.4181
	0.4034
	0.3020
	0.4358
	0.4364
	0.3628

	中部
	69
	0.2395
	0.4335
	0.3468
	0.2560
	0.4978
	0.4624

	西部
	80
	0.1046
	0.4595
	0.4044
	0.1203
	0.5063
	0.4916


数据来源：本文计算得到
表四给出的是调查数据中，政府针对农村的转移支付状况，具体的有：低保、农业补助、五保户补助金（用来补助那些无法自力更生的低收入者、盲人、身体残疾者、老人和小孩）和特困户补助。其中，低保观测值数为1434个，农业补贴的观察值数为9481个。可见，农业补贴是当前政府针对三农问题最主要的转移支付。
	表四             政府转移支付状况

	变量名
	观察值数
	均值（千元）
	方差
	最小值（千元）
	最大值（千元）

	低保
	1434
	1．003
	0.094
	0．008
	8

	农业补助
	9481
	0．460
	0.067
	0．001
	15

	五保户补助金
	70
	1．509
	0.096
	0．1
	4

	特困户补助
	64
	0．620
	0.096
	0．05
	5．5


数据来源：本文计算得到
（二）回归结果

首先，我们考察的是非农收入与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我们先没有使用政府转移支付这一变量，回归的计量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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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们分别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衡量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通过回归结果表五，我们发现：农村家庭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农村家庭收入越平等，且影响稳定、显著。这也同朱农（2005）的部分研究结论相同，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以下几点：（1）较贫穷的家庭一般会选择劳动和资本的比例较高，门槛相对较低的非农经济；（2）中等收入的家庭更有可能致力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作物生产；（3）相对富裕的家庭更有能力通过自我投资，或者是将家庭财产作为抵押而获得贷款，进而将经营内容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多样化。因此，那些受到农业生产条件限制（如耕地面积、耕地质量和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等）而处于低层次收入水平的农村家庭，比那些农业生产条件更好的农村家庭更有可能转向非农产业，而参与非农产业也为他们缩小与农村富裕家庭的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这也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树挪死，人挪活。
	表五     非农收入与村庄内部收入差距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

	不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率
	-0.1007***
	-0.0976***
	-0.1479***
	-0.1447***

	
	(-5.1198)
	(-5.3175)
	(-3.9474)
	(-4.1408)

	村人均纯收入(千元)
	-0.0041
	-0.0059
	-0.0107
	-0.0129

	
	(-0.7610)
	(-1.2367)
	(-1.0407)
	(-1.4350)

	村人均纯收入的平方（千元）
	0.0002
	0.0002
	0.0004
	0.0004

	
	(0.4964)
	(0.6406)
	(0.7246)
	(0.8298)

	村人均耕地面积（亩）
	-0.0049**
	
	-0.0081*
	

	
	(-2.0922)
	
	(-1.8089)
	

	村企业数（个）
	-0.0004
	
	-0.0005
	

	
	(-0.5961)
	
	(-0.3511)
	

	村农地租金（千元）
	-0.0006
	
	-0.0029
	

	
	(-0.1634)
	
	(-0.4430)
	

	初中以上学历占村人口比例
	0.0069
	
	0.0115
	

	
	(0.2161)
	
	(0.1900)
	

	距离最近公交车站距离（公里）
	0.0000
	
	0.0005
	

	
	(0.0477)
	
	(0.3693)
	

	村内有无知青
	-0.0025
	
	-0.0040
	

	
	(-0.1652)
	
	(-0.1382)
	

	村内有无大姓
	-0.0147
	
	-0.0456
	

	
	(-0.8153)
	
	(-1.3247)
	

	东部
	-0.0200
	-0.0186
	-0.0425
	-0.0434

	
	(-1.1918)
	(-1.1437)
	(-1.3291)
	(-1.4021)

	中部
	-0.0099
	-0.0115
	-0.0293
	-0.0368

	
	(-0.6120)
	(-0.7455)
	(-0.9552)
	(-1.2526)

	常数
	0.5020***
	0.4860***
	0.4967***
	0.4555***

	
	(18.0241)
	(32.8388)
	(9.3634)
	(16.1699)

	
	
	
	
	

	观察值数
	232
	232
	232
	232

	R-squared
	0.2079
	0.1912
	0.1689
	0.1521

	注：t值在回归系数下方，统计显著的变量其t值标注在括号内。***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表六     非农收入、政府转移支付与村庄内部收入差距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

	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率
	-0.0768***
	-0.0884***
	-0.1245***
	-0.1466***

	
	(-3.5658)
	(-4.3501)
	(-2.8863)
	(-3.6142)

	政府转移支付（千元）
	-0.0146
	-0.0087
	-0.0377
	-0.0202

	
	(-0.7198)
	(-0.5065)
	(-0.9260)
	(-0.5894)

	村人均纯收入(千元)
	-0.0063
	-0.0058
	-0.0129
	-0.0111

	
	(-1.0615)
	(-1.1174)
	(-1.0892)
	(-1.0737)

	村人均纯收入的平方（千元）
	0.0003
	0.0002
	0.0006
	0.0004

	
	(0.7849)
	(0.5959)
	(0.8190)
	(0.6256)

	村人均耕地面积（亩）
	0.0021
	
	0.0047
	

	
	(0.7194)
	
	(0.7962)
	

	村企业数（个）
	-0.0012
	
	-0.0018
	

	
	(-1.5996)
	
	(-1.2409)
	

	村农地租金（千元）
	-0.0007
	
	-0.0027
	

	
	(-0.1855)
	
	(-0.3687)
	

	初中以上学历占村人口比例
	-0.0002
	
	-0.0049
	

	
	(-0.0050)
	
	(-0.0699)
	

	距离最近公交车站距离（公里）
	-0.0005
	
	-0.0007
	

	
	(-0.6802)
	
	(-0.4845)
	

	村内有无知青
	-0.0019
	
	-0.0015
	

	
	(-0.1161)
	
	(-0.0439)
	

	村内有无大姓
	0.0146
	
	0.0054
	

	
	(0.7377)
	
	(0.1355)
	

	东部
	-0.0397**
	-0.0384**
	-0.0794**
	-0.0792**

	
	(-2.1631)
	(-2.1424)
	(-2.1579)
	(-2.2113)

	中部
	-0.0007
	0.0058
	-0.0142
	-0.0066

	
	(-0.0384)
	(0.3474)
	(-0.4037)
	(-0.1961)

	常数
	0.5306***
	0.5369***
	0.5579***
	0.5503***

	
	(16.8648)
	(30.2144)
	(8.8492)
	(15.5048)

	
	
	
	
	

	观察值数
	232
	232
	232
	232

	R-squared
	0.2059
	0.1889
	0.1632
	0.1506

	注：t值在回归系数下方，统计显著的变量其t值标注在括号内。***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


然后，我们将政府转移支付包含在内，回归的计量模型为式（4），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六，我们发现：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泰尔指数衡量收入差距，当前中国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减轻农村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可以判断在当前政府转移支付并没有起到应起的缩小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1）腐败导致的转移支付扭曲，产生了“逆向分配”效应，导致了农村的收入不平等陷入恶性的螺旋上升的“陷阱”（陈刚，2011）；（2）农业补助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地租，增加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而对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影响不大，结果导致的收入较低的农民从中获得的好处仍然比收入较高的农民少（钟甫宁，2008）。
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农村内部不平等程度的分布，如下图所示：图一横坐标为不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基尼系数，图二横坐标为不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泰尔指数，图三横坐标为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基尼系数，图四的横坐标为包含政府转移支付的泰尔指数。比较图一和图三，图二和图四，可以看到，政府转移支付使不平等的分布图发生了右移。这说明当前的当前政府针对农村和农民的转移支付确实存在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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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和表六中村人均纯收入及其平方项都没有办法证明中国目前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说明中国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这也说明了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无法自动弥合农村内部的的收入差距。这也同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的部分研究结果相同。
5、 结论
本文利用CHARLS 2011年-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研究了非农收入、政府转移支付和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具体研究结果有以下三点：

（1）农民非农收入的提高有效的缩小了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我们发现，非农收入的提高不仅能显著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家庭收入，还能够有效的缓解村庄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我们认为非农收入之所以能够降低村庄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是因为在从事非农业活动的过程中，农业收入偏低的家庭能够受益更多。那些更愿意留在农业中的纯农民，更多的是在农业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从而能够获得更高农业收入的家庭。而土地资源相对贫乏但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家庭更有可能参与非农生产，他们本身在农业经营中处于劣势，参与非农生产使他们的家庭收入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缩小了他们与那些在农业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而从总体上缓解了村庄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2）现阶段政府实施的针对农业和农村的转移支付不仅没有起到缩小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甚至还存在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拉大了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我们认为体制不健全、转移支付力度不够、制度的不完善和腐败现象的存在等都有可能导致这种反向作用的结果。中国有9亿多的农民，占人口的70%，但大多数都没有被社会保障体制覆盖。从CHARLS 2011年-2012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表四）中我们看到，低保补贴1434人，五保户补贴70人，特困户补贴64，总计不足总调查农村人口（32162人）的8%，覆盖比率过低。而腐败导致的转移支付扭曲，进一步降低了政府转移支付的正向作用，甚至会产生“逆向分配”，拉大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

（3）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在当下的中国并不成立，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因此不能继希望于随着经济的增长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会自动缩小。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需要从多个角度入手，解决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障碍，不断完善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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